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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 146 名小学一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 进行了历时 2 年的 3 次追踪测试, 考察小学生从一到三年级的语素

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发展关系的变化。在控制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一般认知能力和

自回归效应后, 结果发现：(1)一年级时的汉字识别显著预测二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 (2)一年级时的

词汇知识显著预测二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 (3)二年级时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对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

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均有显著预测作用; (4)二年级时的同形语素意识对三年级的词汇知识具有显著

预测作用。结果表明, 小学一至三年级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具有预测作用; 三种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

和词汇知识的预测作用中, 只有同形语素意识能够显著预测词汇知识; 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发展

关系存在变化且具有阶段性特点。 

关键词  语素意识, 汉字识别, 词汇知识, 交叉滞后模型, 汉语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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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儿童语言文字的习得是一个复杂的过程(Cheng 

et al., 2015; Ku & Anderson, 2003), 其中语素意识、

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都具有重

要的作用和意义, 这三者之间发展关系的变化也是

汉语研究者关注的热点(Cheng et al., 2016; Dulay et 

al., 2021; Grigorakis & Manolitsis, 2020; Kim et al., 

2020)。一方面, 语言发展过程中汉语儿童在认知上

会形成各种元语言意识, 其中语素意识是元语言意

识的重要组成成分(Kuo & Anderson, 2006; 程亚华 

等, 2017)。语素意识是指个体对语言最小意义单元

的感知和操作(McBride-Chang et al., 2008; Kuo & 

Anderson, 2006), 通过将词语拆分, 并对其成分进

行分析来构建整词的意义(Carlisle, 2000)。行为和

计算建模的证据表明, 由于汉语语言及书写系统的

特殊性, 汉语中的音节、字符和语素之间存在着一

一对应关系, 一个语素一般表示一个汉字, 这使得

汉 语 对 语 义 处 理 的 要 求 比 英 语 等 拼 音 文 字 更 高

(Dulay et al., 2021; McBride, 2016)。基于此, 语素

意识在汉语中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 尤其是在字词

学习中(Ku & Anderson, 2003; Wang & Liu, 2020; 

Wang et al., 2021; 方铖豪 等, 2019)。另一方面, 汉

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在汉语儿童语言发展过程中也

是至关重要的。进入小学的儿童开始接触书面文本, 

逐渐对字符的形态结构有了深入的理解和认识, 从

而掌握更多更复杂的汉字和词汇。此外, 在英语儿

童和汉语儿童的研究中均已发现字词之间存在紧

密联系(Hulme et al., 2019; Ouellette, 2006)。综上, 

同时考察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在小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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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语言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然而, 目前还鲜有研究对小学低年级汉语儿童

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三者之间发展关系

的变化进行系统探究。 

汉字是表意文字, 其书写符号与语素有着较为

系统而透明的对应关系(董琼 等, 2013)。与拼音文

字相比, 汉语语素意识存在其特殊性, 并且对汉语

儿童言语技能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首先, 

汉语词汇中 70%以上的词都是复合词, 且语素的构

词位置比较自由(Packard, 2000); 其次, 由于汉语

中只有 1300 多个音节, 而常用语素有 5000 多个, 

音节较少, 语素较多, 造成了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

音语素; 再次, 由于字义的演化和字形的简化, 相

同的字形可能具有不同含义, 造成汉语中存在很多

同形语素。根据汉语语素的特点, Liu 等人(2013)将

语素意识结构划分为语素水平和语素结构水平。前

者指儿童对特定语素的识别和操作, 主要包括同音

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 是对同音字和多义字的

区分能力, 如“糖”和“唐”属于同音语素, “告别”和

“别针”中的“别”属于同形语素。后者指儿童对语素

结构规则的理解和操作的能力, 也是对词内部结构

的意识, 主要包括复合语素意识, 如“书包”中语素

“书”和“包”的关系。 

儿童在早期语言发展过程中, 从口语的同音语

素辨析中开始习得部分语素意识 (Carlisle, 1995; 

Hao et al., 2013; Li et al., 2016)。口语中, 大量同音

语素和同形语素匹配不同的意义。同音语素如“红

枣”里的“枣”指水果, 而“早上”里的“早”指时间。同

形语素如“表哥”里的“表”指亲戚关系, “表格”里的

“表”指显示。儿童在接受正规汉字学习之后, 开始

建立形音义之间的联系, 字形的获得将对辨析不同

意义的同音语素和同形语素提供视觉依据, 从而促

进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李虹, 舒

华, 2009; 邹丽娟, 舒华, 2013)。也就是说, 汉字学

习对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具有重

要作用。另一方面, 研究也发现词汇知识有可能促

进儿童语素意识的发展(Chung, 2020; Ramirez et al., 

2014)。词汇知识是学习者掌握词汇质量的体现, 反

映了词汇在学习者的心理词典中是如何组织的, 也

反映了学习者对词汇知识的所知水平, 对词汇多种

含义的了解程度(Afshari & Tavakoli, 2017; Li & 

Kirby, 2015; Qian et al., 1999)。丰富的词汇知识给

儿童提供了理解和掌握语素规则的机会, 有助于儿

童归纳语言中语素的规律, 更好地内化词汇的构成

规则, 从而促进其语素意识的建构和发展(程亚华 

等, 2017; 赵英 等, 2016)。例如：儿童在认识“表

哥”、“表格”、“裱画框”等词语后, 可以将该类词语

的语素结构信息进行整合, 分析总结同音语素(“表

哥”的“表”和“裱画框”的“裱”)和同形语素(“表哥”的

“表”和“表格”的“表”)的规律。此外, 随着儿童词汇

学习经验的丰富, 意识到对词汇的加工和理解可以

是灵活多变的。复合词中具有相同意义的汉字在相

似语境下是能够相互替换的, 利用两个词汇中共同

的成分“表”或“裱”来推测没有学习过的同类结构新

词, 如“表弟”、“表示”、“装裱”。随着词汇知识的

不断积累, 有助于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

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McBride-Chang et al., 2008)。

因此, 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可能是影响儿童语素意

识发展的重要因素。 

语素意识也可能是促进识字量和词汇知识增

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Cheng et al., 2015; McBride- 

Cheng et al., 2005)。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

的发展有助于心理词典的加工处理, 将语音相同的

语素和字形相同的语素进行系统地归类, 从而加快

汉字语音和字形的提取速度, 进而促进汉字识别的

能力和词汇知识的积累(Dickinson & Porche, 2011; 

McBride-Chang et al., 2005; Ouellette, 2006; Zhang 

et al., 2013)。同时, 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

能够帮助儿童认识到不能仅仅依靠字音的信息而

固着在一个语素上, 从而主动去区分同音字和多义

字。同音语素意识发展得好的儿童, 同一个读音可

以激活多个字形和字义; 同形语素意识发展好的儿

童, 对于一字多义会更加敏感, 形义联结更好, 对

于字义的理解会更准确, 从而有助于字词的学习。

此外, 相较于拼音文字能够通过派生和屈折等方式

衍生单词的含义, 现代汉语较少有派生词和屈折词

(Kuo & Andeson, 2006; McBride-Chang et al., 2008)。

然而, 现代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复合词, 复合语素意

识发展的好的儿童能够从复合词中快速提取出单

个语素的意义, 合理地推测词义促进汉字的学习。

实证研究表明, 无论是拼音文字还是非拼音文字体

系, 语素意识发展得好的儿童更容易进行字词阅读

(Cheng et al., 2015; Kim et al., 2020)。 

小学儿童语言发展是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

汇知识等语言认知技能共同促进的结果, 这是一个

动态发展变化的过程, 不同阶段三者之间的发展关

系可能存在差异(McBride-Chang et al., 2008; 赵英 

等, 2016)。探索三者的发展关系有助于了解小学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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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语言发展的规律, 并能为语言教学指导提供理论

依据。Cheng 等人(2015)选取 1~2 年级汉语儿童为

研究对象, 对其复合语素意识和词汇知识的关系进

行了 4 次追踪研究, 结果发现复合语素意识与词汇

知识之间存在相互预测关系。但是, 此研究未考虑

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与词汇知识的关系。

程亚华等人(2017)在对一年级汉语儿童的语素意识

和词汇知识的双向关系研究中, 进行了为期半年的

追踪, 研究发现同音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对词

汇知识的发展具有显著预测作用, 词汇知识也能够

显著预测半年后的复合语素意识、同音语素意识和

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然而, 该研究追踪时间较短

并 且 未 将 汉 字 识 别 纳 入 考 察 或 控 制 。 McBride- 

Chang 等人(2005)在控制了词汇知识的前提下, 采

用横断研究设计对小学二年级儿童的语音意识、语

素结构意识和汉字识别进行研究, 发现语素意识显

著预测汉字识别, 而汉字识别对语素意识的预测作

用不显著。还有研究将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

识和复合语素意识抽潜为单一变量的语素意识进

行探索(Zhang, 2015, 赵英 等, 2019), 模糊了同音

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的区别以

及与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独特关系。此外, 以往

研究通常采用横断研究设计或者追踪时间较短, 从

而无法刻画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长

时程的发展关系。相较之下, 只有追踪研究才可以

合理推论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 通过控制

因变量的自回归效应, 直接探讨自变量对因变量动

态发展的预测作用(董琼 等, 2013)。因此, 本研究

拟进一步采用长时程的追踪设计, 在更为严格的控

制条件下, 从动态发展的视角探索小学儿童三种语

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

以及这种关系的变化特点, 对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进行系统的探索。 

由于小学一年级儿童刚开始接受系统的学校

教学, 正值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发展的

关键时期, 关注这一阶段的儿童可以更好地探索个

体如何运用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来发展语素意识

以及使用语素意识来扩展识字量和词汇知识的规

律。因此, 本研究选取小学一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 

对其语素意识(包括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

和复合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进行追踪

测查, 通过交叉滞后模型探索小学儿童三种语素意

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发展关系的变化。以

往研究发现, 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和

一般认知能力与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词汇知

识的关系紧密(Li et al., 2012; Perfetti & Stafura, 

2014; Pan et al., 2016; Powell & Atkinson, 2021; 

Ruan et al., 2017; Song et al., 2016; Weng et al., 

2016)。因此, 本研究将对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

字法意识和一般认知能力进行控制。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取整群抽样的方式选取山西省两所

小学一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 开展为期 2 年 3 次的

追踪研究。所有儿童的母语均为汉语, 没有明显的

认知和语言发展迟滞。学生家长多为学校附近的居

民 和 商 户 , 其 中 父 亲 受 教 育 程 度 大 专 及 以 上 占

43.54%, 母亲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占 37.09%。第

一次测试时间(T1)为一年级的春季学期, 共有 146

名儿童参与测试, 其中男生 78 人, 女生 68 人, 月

龄为 81.92 ± 4.09(T1 时施测的月龄)。第二次(T2)

的测试时间为二年级秋季, 间隔 6 个月。第三次(T3)

的测试时间是三年级秋季, 间隔时间为 12 个月。由

于转学等原因, T2、T3 分别流失被试 19 人和 2 人。

对流失被试进行分析, 流失被试与继续参与测试的

儿童在一般认知能力、快速命名、语音意识、同音

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复合语素意识、汉字识

别和词汇知识等变量上均无显著差异(ps > 0.05), 

表明被试不存在结构化流失。 

2.2  测验任务 

2.2.1  语素意识  

同音语素意识 

采用同音语素产生任务, 对同音语素意识进行

测量(Li et al., 2012)。主试口语呈现一个含有目标

语素的词汇, 要求儿童先用该目标语素组词, 以确

认被试已经掌握该语素。然后主试再要求被试列举

与目标语素有相同读音的语素, 并使用这些同音字

组出尽可能多的词。例如, 含有目标语素为“糖果”

的“糖 táng”, 要求被试用与“糖 táng”读音相同的字

组词, 如“食堂”、“池塘”。每个正确答案计 1 分。

三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73、0.72、

0.74。 

同形语素意识 

采用同形语素产生任务, 对同形语素意识进行

测量(李虹, 舒华, 2009)。主试口语呈现一个双字词

并指定其中一个语素(如“花朵”的“花”)作为目标语

素, 让儿童重新组两个词, 其中一个目标语素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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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与原词中的意义相同(如“小花”), 另一个则不同

(如“花钱”)。每个正确答案计 1 分。三次测验的内

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73、0.72、0.70。 

复合语素意识 

采用复合词产生任务, 对复合语素意识进行测

量(Liu & McBride-Chang, 2010; 董琼, 2013)。主试

向被试口头描述一个新事物的句子, 要求被试创造

一个新词给这个新事物命名。该测验共 8 个练习和

20 个项目, 题目分为两组, 第一组问题的答案是两

个语素的, 共 12 个题目, 评分者根据儿童是否提取

出关键语素、产生出的词汇结构的准确和简洁程度, 

答案为三级评分(2、1、0); 第二组问题的答案是三

个语素的, 共 8 个题目, 答案为四级评分(3、2、1、

0)。例如, 用叶子做成的盘子叫做什么？回答：“叶

盘”得 2 分, “叶子盘”或“叶盘子”得 1 分, 使用了无

关语素, 与整句意思的相关性不高得 0 分。三次评

分者一致性分别为 0.98、0.99 和 0.98, 三次测验的

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84、0.82、0.85。 

2.2.2  汉字识别 

汉字识别任务是采用已有测验考察儿童的识

字量大小(Li et al., 2012), 反映字词解码这一初级

阅读过程。共 150 个汉字, 按照难度依次增加的顺

序排列。要求被试由左到右、由上到下阅读, 连续

十个错误或不会即停止。每读正确一个记 1 分。三

次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系数分别为 0.93、0.92、0.94。 

2.2.3  词汇知识 

采用词汇定义测验任务, 对词汇知识进行测量

(李虹 等, 2009)。主试口头呈现词汇, 要求被试对

词汇进行解释, 如“电话”是什么？或者什么是“电

话”？记录原始答案并进行评分。该任务共有 1 个

练习和 32 个项目, 从易到难排列, 连续 5 个答错即

停止。由两位评分者根据儿童的回答与词汇意义的

符合程度进行独立评分(2、1、0), 词汇解释语义贴

切符合语境且连贯准确得 2 分; 整体语义可以理解

但不够贴切和准确得 1 分; 语义完全不符得 0 分。

三次评分的评分者一致性分别为 0.93、0.94 和 0.94, 

T1、T2 和 T3 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分别为 0.85、

0.84、0.85。 

2.2.4  语音意识 

采用音位删除任务(Shu et al., 2006), 考察儿童

对声母、韵母等语音单位的认知和操作的能力, 任

务要求被试将一个音节指定部分的音位删除后读

出, 如“/chā/不说/ch/还剩什么?答案/ā/。正确回答记

1 分, 满分 12 分。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79。 

2.2.5  快速命名 

采用数字命名任务, 测验儿童快速形−音通达

的能力(Li et al., 2012)。测验由 1、3、4、5、8 五

个数字组成 5×5 的数字矩阵, 每行中 5 个数字的顺

序不同。测试中要求被试由左到右、由上到下以最

快的速度命名 , 主试用秒表记录时间 , 精确值为

0.01 秒。本测验进行两次, 取其平均数作为快速命

名的成绩。该测验的重测信度为 0.81。 

2.2.6  正字法意识 

采用已有测验考查儿童对汉字结构的认识(Li 

& Wu, 2015)。测验要求被试做出真假字判断, 在真

字下面打“√”, 在不是真字的下面打“×”。共涉及

4 种测试材料：假字、位置错误、笔画乱写和部件

错误, 其中假字符合正字法规则。共 90 个项目, 每

种构字方式的项目数分别是 45、15、15、15, 判断

正确计 1 分。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数为 0.85。 

2.2.7  非言语智力 

采用瑞文推理测验任务考察儿童一般认知能

力(张厚粲, 王晓平, 1989)。测验要求儿童在 6 至 8

个选项中选择一个选项补全缺失图形。共 5 组, 60

个选项, 答对一项记 1 分。测验的内部一致性 α 系

数为 0.91。 

2.3  测试程序 

本研究在获得家长和老师的同意后进行施测, 

由经过专业训练的心理学研究生担任主试。集体测

验(正字法意识测验和非言语智力测试)在教室集中

施测, 个别测验(语素意识测验、词汇知识测验、汉

字识别测验、语音意识测验和快速命名测验)在学

校安排的单独的教室内进行一对一施测, 每次测试

时间大约为 45 分钟。采用 SPSS 22.0 软件对数据进

行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采用 Mplus 8.0 对数

据进行交叉滞后建模。 

3  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性分析 

3 次追踪测查(T1、T2、T3)的同音语素意识、

同形语素意识、复合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

识及 T1 的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语音意识和一

般认知能力的得分情况及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的结

果, 如表 1 所示。从表 1 中可以看出, 随着时间的

推移, 小学儿童的词汇知识、同音语素意识、同形

语素意识、复合语素意识和汉字识别均显著提高：

词汇知识, F(2, 396) = 14.55, p < 0.001, η² = 0.68; 

同音语素意识, F(2, 396) = 14.12, p < 0.001, η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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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三个时间点(T1、T2、T3)测验结果(M ± SD)及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 

变量 T1 (M ± SD) T2 (M ± SD) T3 (M ± SD) F η² 

词汇知识 10.69 ± 5.74 13.51 ± 6.36 19.86 ± 6.62 14.55*** 0.68 

同音语素 8.68 ± 4.57 13.39 ± 4.61 15.97 ± 6.22 14.12*** 0.63 

同形语素 9.26 ± 3.16 10.67 ± 2.94 12.53 ± 3.47 13.36*** 0.48 

复合语素 15.36 ±11.64 20.84 ± 10.81 28.75 ± 10.91 15.55*** 0.88 

汉字识别 44.72 ± 24.96 59.65 ± 23.51 88.28 ± 18.66 25.33*** 0.92 

一般认知能力 28.06 ± 9.31     

快速命名 12.52 ± 2.78     

语音意识 8.86 ± 2.92     

正字法意识 67.86 ± 8.33     

注：*p < 0.05, **p < 0.01, ***p < 0.001, 下同。 

 
0.63; 同形语素意识, F(2, 396) = 13.36, p < 0.001, 

η² = 0.48; 复合语素意识, F(2, 396)= 15.55, p < 

0.001, η² = 0.88; 汉字识别, F(2, 396)= 25.33, p < 

0.001, η² = 0.92。 

为了分析各个测验之间的相互关系, 计算了三

次测验中各个变量之间的相关, 结果见表 2。如表 2

所示, 3 次测验间词汇知识、汉字识别、同音语素意

识、同形语素意识和复合语素意识均表现出中等程

度的稳定性。3 次测验间词汇知识的相关系数在

0.55~0.65 之间, 汉字识别的相关系数在 0.71~0.86

之间, 同音语素意识的相关系数在 0.42~0.53 之间, 

同形语素意识的相关系数在 0.37~0.48, 复合语素

意识的相关系数在 0.49~0.60。3 次的词汇知识、汉

字识别和三种语素意识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 相

关系数在 0.20~0.86 之间。此外, 控制变量中一般

认知能力、快速命名、语音意识和正字法意识与部

分测验相关。 

3.2  交叉滞后模型检验 

在相关分析的基础上, 通过交叉滞后模型来探

索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纵向关

系。在控制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快速命名和一

般认知能力的影响后, 构建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对交叉滞后模型进行检验, 模型拟合指数良好, 

分别为 χ2 / df = 1.22, RMSEA = 0.04, SRMR = 0.03, 

CFI = 0.99, TLI = 0.97。模型结果如图 2 所示。T1

的词汇知识可以预测 T2 的汉字识别(β = 0.12, p < 

0.05); T1 词汇知识可以预测 T2 的复合语素意识

(β = 0.17, p < 0.05); T1 的汉字识别可以预测 T2 的

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β = 0.20, p < 0.05; 

β = 0.24, p < 0.01); T2 的汉字识别可以预测 T3 的复

合语素意识、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β = 

0.18, p < 0.05; β = 0.35, p < 0.001; β = 0.28, p < 

0.001); T2 的词汇知识可以预测 T3 的复合语素意

识、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β = 0.16, p < 

0.05; β = 0.15, p < 0.1; β = 0.36, p < 0.001); T2 的同

形语素意识可以预测 T3 的词汇知识(β = 0.13, p < 

0.1)。此外, T1 的语素意识对 T2 的词汇知识和汉字

识别均无显著预测作用; T2 的语素意识对 T3 的汉

字识别也无显著预测作用。 

4  讨论 

本研究考察了同音语素意识、同形语素意识、

复合语素意识与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发展

关系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的变化特点。采用追踪研究

设计, 在控制了语音意识、快速命名、正字法意识、

一般认知能力和自回归效应后,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

发现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具有稳定

的预测作用, 即前一个时间点的汉字识别和词汇知

识可以显著预测后一个时间点的语素意识, 为语素

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追踪

研究的证据。本研究结果揭示语素意识很可能是字

词学习和阅读的结果, 这一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在小

学低年级阶段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对语素意识的

重要预测作用。同时, 二年级时的语素意识能够预

测三年级的词汇知识, 说明从二年级开始语素意识

的发展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能够与词汇知识相互促

进。此外, 在本研究中, 对语音意识、快速命名、

正字法意识、一般认知能力和自回归效应进行了控

制, 这很可能是目前关于探索语素意识、汉字识别

和词汇知识三者之间关系最为严格的检验。这说明

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不依赖于儿童的语音意识和

快速命名等阅读认知技能, 此发现对于以后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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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交叉滞后检验模型 
注：图中单线箭头为预测关系, 双线箭头曲线为相关关系。 

 

 
 

图 2  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交叉滞后模型检验 
注：为呈现结果简洁, 控制变量及其相关路径系数未在图中显示。 

 
研究和教学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4.1  汉字识别和语素意识的发展关系 

本研究发现一年级时的汉字识别对二年级的

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具有预测作用, 二年

级时的汉字识别对三年级的三种语素意识均存在

显著预测作用。儿童进入学校学习后, 接受正式的

书面文字教学, 对字符结构有了更深的认识, 形音

义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邹丽娟, 舒华, 2013)。

儿童逐渐归纳出一音多字的规律, 在拼音学习过程

中对同音字进行仔细的区分辨别, 有助于同音语素

意识的发展。同时, 随着儿童接触大量汉字, 儿童

意识到相同字形在不同语言情境中所表达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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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变化, 开始逐渐理解同一个字可能有多重语义, 

从而促进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 (Mcbride-Chang et 

al., 2003)。此外, 本研究未发现一年级时的汉字识

别对二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的预测作用, 可能的原

因是小学一年级儿童汉字积累有限, 而复合词是将

两个汉字根据语义进行组合。发展复合语素意识需

要儿童拥有一定的识字量, 对汉语文字体系有更深

的理解(赵微, 陈泊荣, 2015)。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二年级时的汉字识别不仅

能够预测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 

而且还进一步预测了三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小学

儿童在经过一年的汉字学习后, 接受了更多的文字

符号信息刺激, 汉字的积累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能

够将所学的汉字融会贯通进行组合, 从而促进了复

合语素意识的发展。以往关于汉语的实证研究也指

出, 文字阅读对语素意识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出现在

一年级到三年级之间(Hulme et al., 2019; Dulay et 

al., 2021)。结合本研究的发现, 可以推测儿童的汉

字识别对三种语素意识的促进作用存在变化且具

有阶段性特点。在小学一到二年级阶段, 汉字识别

主要是促进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

在小学二到三年级阶段, 汉字识别进一步促进复合

语素意识的发展。基于本研究发现, 在实践教学中, 

针对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汉字教学要注重其同音语

素和同形语素的辨析。在此基础上, 小学二年级儿

童可以侧重培养其复合语素意识的形成。 

如果儿童语素意识发展的水平高, 那么就更有

可能意识到同一字形可能有不同含义, 同一读音可

能对应不同的字符, 并且更能够灵活运用复合语素

意识推测汉字的意义, 细致分辨可能的不同含义。

然而, 本研究以小学低年级儿童为研究对象未发现

语素意识对汉字识别显著的预测作用。可能的原因

有以下几点, 首先, 本研究控制了语音意识、快速

命名、正字法意识、一般认知能力以及相关变量的

自回归效应, 是在严格的控制条件下探究三种不同

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发展关系的变

化情况。其次, 小学低年级儿童的语素意识各成分

发展水平并不一致(Chen et al., 2008; Liu & McBride- 

Chang, 2010)。同音语素意识发展的转折点为小学

四年级, 同形语素意识发展的转折点为小学五年级, 

复合语素意识发展的转折点为小学五年级, 一直到

小学六年级仍在发展(董琼 , 2013; 赵微 , 陈泊荣 , 

2015)。本研究考察的对象是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的

儿童, 语素意识发展水平仍较低且不均衡。综上, 故

本研究未发现语素意识显著预测汉字识别的证据。 

4.2  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的发展关系 

一年级时的词汇知识能够显著预测二年级的

复合语素意识, 二年级时的词汇知识能够进一步预

测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同形语素意识。这一结

果不仅和已有的一年级时的词汇知识能够促进二

年级的复合语素意识发展的研究结论一致(Cheng 

et al., 2015), 而且在此基础上还进一步发现二年级

时的词汇知识能够促进三年级的同音语素意识和

同形语素意识的发展。进入小学以后, 儿童开始暴

露在丰富的语言环境中, 儿童不仅能在日常口语中

获取简单词汇的信息, 而且能从书面文本中学习到

更多复杂词汇的含义。丰富的词汇知识增加了儿童

掌握和运用语素规则的机会, 有利于促进其语素意

识的建构和发展(赵英 等, 2016)。汉语复合词的语

素 规 律 较 为 简 明 , 且 具 有 可 识 别 的 意 义 (Kuo & 

Anderson, 2006)。儿童在进入学校学习后, 从不断

积累的词汇知识中归纳出一定的语素组合规则, 进

而有助于复合语素意识的发展。随着词汇知识的增

加, 儿童意识到词汇中相同的字形在不同的语言情

境下可能代表不同的含义, 逐渐掌握相同字形所包

含的多种语义信息 , 使得同形语素意识得以发展

(程亚华 等, 2017)。同时, 拥有更多词汇知识的儿

童能够更好地从已经整合的词汇中概括出一音多

字的规律, 从而促进同音语素意识的发展(McBride, 

2016)。 

本研究发现儿童一年级时的语素意识未能显

著预测二年级的词汇知识。与以往的部分研究结果

存在差异。赵英等人(2016)的研究在控制了词汇知

识的自回归效应后, 发现一年级儿童的同音语素意

识和复合语素意识对其二年级的词汇知识有显著

的预测作用。研究结果之间存在差异的一个可能原

因是赵英等人(2016)的研究只控制了词汇知识的自

回归效应, 未对其它重要影响因素加以控制。而本

研究不仅控制了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的自回归效

应, 而且对语音意识、快速命名和正字法意识等与

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变量

进行了控制(Li et al., 2012; Perfetti & Stafura, 2014; 

Ruan et al., 2017; Song et al., 2016; Weng et al., 2016; 

李虹 等, 2011)。因此, 在本研究中可以更纯粹的考

察词汇知识和语素意识之间发展关系的变化, 这可

能也是本研究中发现一年级的语素意识对二年级

的词汇知识不存在独立预测作用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 Hulme 等人(2019)的研究中也未发现语素意

Act
a 

Psy
ch

ol
og

ic
a 

Sin
ic

a



第 8 期 夏  月 等: 小学低年级汉语儿童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发展关系——交叉滞后研究 913 

 

识对词汇知识的预测作用。语素意识的发展成熟是

一个漫长的过程, 以往研究发现语素意识的发展变

化从学前一直持续到小学高年级阶段(董琼, 2013; 

赵微, 陈泊荣, 2015)。在小学低年级阶段, 儿童开

始“学会阅读” (learn to read), 其主要任务是掌握字

词, 学会阅读的基本技巧(Quinn et al., 2015; Song 

et al., 2015)。儿童开始积累更多更复杂的词汇知识, 

而词汇的运用仍未达到自动化的程度, 内化的语素

意识发展水平也有限(Berninger et al., 2010; McBride- 

Chang et al., 2003; 李虹 等, 2011)。因此, 一年级

时的语素意识未能独立预测二年级的词汇知识。此

外, 本研究结果表明, 在小学低年级阶段主要是词

汇知识促进语素意识的发展, 语素意识对词汇知识

的促进作用有限。 

4.3  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的发展关系 

本研究发现一年级时的词汇知识对二年级的

汉字识别具有预测作用, 而二年级时的词汇知识对

三年级的汉字识别没有显著预测作用。日常生活中

为了沟通交流的便利, 儿童口语中接触到的大多是

生活词汇, 通过不断的练习和刺激, 词汇知识得以

迅速发展, 这可能是一年级时的词汇知识能够促进

二年级的汉字识别的原因之一。然而, 元语言意识

发展的阶段理论指出, 明确地操纵语言单位和抽象

地反思语言规则的能力通常落后于丰富的交际语

境中的语言表现(Gombert, 1992; Valtin, 1984)。一年

级时儿童的词汇知识大多来源于口语词汇, 并且开

始学习掌握部分简单的常用汉字。随着学习的深入, 

二年级时儿童接触的书面汉字较常用汉字更为复

杂抽象, 儿童需要掌握更多的词汇知识才能熟练地

操纵语言单位和理解语言规则。因此, 二年级时的

词汇知识未能显著预测三年级的汉字识别。 

此外, 本研究未发现汉字识别对词汇知识的预

测作用。从儿童自身生活经历来看, 小学儿童正式

进入学校之前, 在日常生活中主要通过口语的方式

进行交流和沟通, 接触的书面文本也大多通过图片

等具体形象的方式呈现, 较少接触具有抽象汉字的

书面文本, 对汉字形态结构和书写符号的认识有限, 

儿童对汉字的认知还处于具体形象的事物上(李虹, 

舒华, 2009)。虽然儿童进入学校系统学习了抽象的

汉字, 但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儿童对汉字的认识仍有

较大的发展空间, 仅仅掌握的是一些简单和常用的

汉字, 这些汉字所组成的词汇可能儿童在口语习得

中已经较好掌握。因此, 汉字识别对词汇知识的预

测作用不显著。 

4.4  局限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追踪研究设计对小学低年级儿童

三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可能存在

的发展关系进行了较为系统和严格的探究, 有助于

对三者之间的发展关系有一个系统全面的了解。关

注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以及这种变化的具体

阶段特点, 对我们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提出有针对性

的举措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 本研究还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 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继续加以深入

探讨。首先, 虽然目前的研究本质上是纵向的, 揭

示语素意识很可能是阅读和字词学习的结果, 语素

意识和字词之间可能存在因果关系, 但我们的研究

设计还不能做出因果推论(程亚华 等, 2018)。在未

来的研究中, 有必要进行实验或干预研究以检验三

种语素意识、汉字识别和词汇知识之间可能存在的

因果关系, 得出更为严谨的结论。其次, 在未来研

究中可以采用随机截距的交叉滞后模型或其他能

够分离出个体间和个体内效应的统计分析方法, 从

而可以得到更有说服力的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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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of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 Numerous studies o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hildren show that as language learning progresses, an individual’s language system 

gradually develops and mature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There is a solid one-to-one 

correspondence between syllables, morphemes and characters in Chines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ider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simultaneously i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among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hree follow-up tests were administered to 146 first-grade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over a 2-year period 

to examine changes in the development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in grades 1 through 3. In addition, 

phonological awareness, rapid automatized naming of digits, orthographic awareness and intelligence were all 

measured as control variables at Time 1 (spring semester of Grade 1). A cross-lagged model was conducted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hildren’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at different time poin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varied across developmental stages after controlling the aforementioned control 

variables. (1)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t Time 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the homophone and homograph 

awareness at Time 2; (2) Vocabulary knowledge at Time 1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compounding awareness and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t Time 2; (3)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at Time 2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homophone, homograph and compounding awareness at Time 3. (4) Homograph 

awareness at Time 2 significantly predicted vocabulary knowledge at Time 3.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levels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in Chinese elementary children has been changed over time. 

From Grade 1 to Grade 3,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had stable predictive effects 

on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while the predictive effects of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on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and vocabulary knowledge changed with age. 

Key words  morphological awareness, Chinese character recognition, vocabulary knowledge, cross-lagged study, 

Chinese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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